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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债务规范的程序脉络：从诉讼形态

到执行构图*

包冰锋    欧阳峻豪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 夫妻债务案件的“执行难”，本质在于债权人没能取得针对举债方配偶的执行名义。反

映到审判程序中，实则是未能解决诉讼系属之后的被告适格问题，只有在理顺诉讼阶段应有的

程序处理之后，才能有针对性地检讨夫妻债务案件在执行中所产生的问题。夫妻债务可基于实

体法规范类型化区分为夫妻连带债务与夫妻共同债务。在“判决合一确定”和“诉讼标的同一”

的双重标准审视之下，夫妻连带债务案件与夫妻共同债务案件的诉讼形态应当分别确立为普通

共同诉讼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配合法官释明权的行使确认适格主体并促使债权人获得针对

夫妻双方的执行名义。如果审判阶段未认定债务性质，且债权人在执行阶段主张认定夫妻债

务进而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则需要根据夫妻债务的不同性质进行多样化处理。对于夫妻连带债

务，可以基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追加举债方配偶为被执行人并赋予其充分的程序保障；对于

夫妻共同债务，则只能以前诉判决因当事人不适格而存在主体瑕疵为理由申请再审，以重新获

得针对夫妻双方的执行名义。由此，针对夫妻债务案件可以构建以当事人适格为逻辑主线、将

诉讼形态与执行处理有效进行串联的完整程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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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夫妻债务问题，因其认定的复杂性及所涉

范围的广泛性，一直是我国法学理论界与实务

界中的顽瘴痼疾。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夫妻

债务的实体法规范不断进行修改，随之产生的

就是以夫妻债务的实体性质与认定为导火索，

夫妻债务规范的程序脉络：从诉讼形态到执行构图

渗透到审判阶段与执行阶段的一系列尚未解决

的问题。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

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8]2号）（以下简称《夫妻债务解释》）颁布

后，针对该新规虽然已经产出数量众多且品质

优良的学术成果，但规范本身供给的不足，导致

作为实体基础的夫妻债务类型、定性、清偿方



第4期 夫妻债务规范的程序脉络：从诉讼形态到执行构图 ·131·

式等研究实际仍处于理论探索阶段。①诉讼法

领域对于夫妻债务的研究重心则偏向于诉讼证

明以及执行处理。②其中，对夫妻债务或夫妻共

同财产的执行问题，由于关乎债权人权利的兑

现以及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无论是在理论

探讨还是在实务操作中，均产生了较大争议。具

言之，在日常生活中，债权人往往基于债务外在

表征的影响仅起诉作为相对方的举债方当事人

并获得仅针对举债方的执行名义，导致在审判

阶段未对涉案债务性质进行判断。在此前提之

下，如果在执行程序中出现举债方难以清偿债

务或是将财产转移至配偶名下以逃避债务的情

况，此时债权人能否申请执行机关认定该债务

为夫妻债务进而追加举债方配偶作为被执行人

或是直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③学界对此问题

的解决方案各持己见，但往往都将视野限定在

执行程序与执行理论的框架当中，事实上，基

于夫妻债务规范的特点，执行中的问题完全可

以被追溯到审判阶段。

夫妻债务案件的“执行难”，本质在于债权

人没能取得对于举债方配偶的执行名义，反映

到审判程序中，实则是未能解决诉讼系属之后

的被告适格问题。当事人适格，系指对于作为

诉讼标的之特定权利或法律关系，可以作为当

事人来实施诉讼、要求本案判决的资格。确保

案件当事人适格，不仅能够从利于审判的角度

使纠纷获得必要、有效且妥当的解决，从权利

保障的视角来看还能够使得利害关系人被充分

赋予参与程序的机会。[1]反映在共同诉讼的逻

辑框架当中，不同的诉讼形态对当事人适格的

判断标准也不尽相同，如果法院在诉讼系属之

后发现被告不符合本案适格当事人的形式，理

论上就需要依据共同诉讼所对应的诉讼形态

采取相应的程序处理方式。因此，针对共同诉

讼案件中所产生的被告适格问题，选择适当的

共同诉讼形态予以适配正是关键所在。夫妻债

务案件亦同，只有确定夫妻债务案件的共同诉

讼形态，才能够针对举债方配偶的诉讼地位采

取正确的程序处理方式。实践中正是由于对夫

妻债务案件的诉讼形态缺乏统一认识，导致在

权利确认阶段所遗留下来的当事人适格问题在

作为权利实现阶段的执行程序中产生了蝴蝶效

应，从而引发了夫妻债务案件的“执行难”。

遗憾的是，我国学界目前涉及这一思路的

研究较少。④夫妻债务在程序实现的过程中横

跨审判与执行两个阶段，且体现出明显的顺序

性，因此只有在理顺审判程序之后才能有针对

性地检讨夫妻债务案件在执行中所产生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夫妻债务案件的诉讼形

态为切入点，以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视角探寻

夫妻债务案件在诉讼中的应然形态，进而辐射

到执行阶段的问题解决当中，以期构建自审判

到执行的一整套逻辑连贯的程序框架。

二、夫妻债务案件诉讼形态辩明

对于每一类案件选取不同的诉讼形态予以

适配一直是民事诉讼程序运行中的重要部分，

对于夫妻债务问题的解决而言，诉讼形态的问

题同样无法忽视。作为实体法与程序法共同作

①实体法学界以冉克平教授、朱虎教授、汪洋教授等为代表的学者致力于对新规则下夫妻债务的类型划分、责任承

担以及清偿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但尚未未形成通说，见参考文献[3-4，7]。

②诉讼法领域以任重教授、张海燕教授为代表，着重研究夫妻债务或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处理，见参考文献[9-

10，16]；就诉讼证明及司法认定而言，也有肖晖教授、刘文勇博士、訾培玉博士等学者在此领域耕耘，见参考文献

[14，17]。

③夫妻债务案件的“执行难”，还表现在执行夫妻个人债务时，如果举债方的个人财产无法清偿所有债务，在执行

程序中能否直接对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析产。主流观点认为只能依照执行形式化原则对举债方名下的财产予以执

行。限于篇幅，此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④有关夫妻债务案件的诉讼形态，在中国知网上以“夫妻债务”及“诉讼形态”或“诉讼类型”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专

门论述该问题的只有一篇文章，也有部分学者将其作为其分论点予以论述。除此之外，尚未检索到与本文思路类似

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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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场域，夫妻债务案件的诉讼形态探究首先

要从夫妻债务本身的实体法定性着手，进而在

审判程序中择定其诉讼形态。

（一）夫妻债务的责任性质与清偿规则检视

《民法典》第1064条虽统一使用了“夫妻

共同债务”这一表述，但对“夫妻共同债务”这

一概念究竟如何进行界定语焉不详。最高人民

法院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也相当暧昧，认为夫妻

共同债务应当被定义为“连带债务”，但其性质

与清偿方式可以进一步探索区分。[2]实体法学

界对于夫妻债务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

种观点认为应该将夫妻债务归入作为多数人之

债的连带债务之中，强调夫妻双方共同对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3]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对于夫妻

债务的理解不能够简单地通过一种债务性质就

予以界定，而是应该在类型化的基础上，探讨夫

妻债务所应有的性质。[4]总结学界观点，笔者认

为，虽然《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范表述中统一

使用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术语，但实际上该条

的“夫妻共同债务”无论是从债务的产生还是

清偿方式来讲，都不能一概而论，应当从解释

论角度将其广义理解为上位的“夫妻债务”，且

可以依据具体条款分解为下位的“夫妻连带债

务”以及狭义的“夫妻共同债务”。

首先，《民法典》第1064条第1款前半段“共

同意思表示型”的夫妻债务应当定位于夫妻连

带债务。如果配偶双方都做出意思表示，根据

一般的债法规则，此种情况下债务人双方虽为

配偶，但在与债权人的合同关系中并无特殊之

处，应当作为共同债务人进而承担连带责任。而

第1款后半段“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型”的夫妻债

务，主要是源于“日常家事代理权”理论。“日常

家事代理权”是指夫妻一方在日常家事活动的

对外交易中互为代理人，在日常家事范围内可

以自己的名义实施代理的权限。[5]为了维护婚姻

家庭生活的稳定，夫妻一方在日常家庭生活范

围内以个人名义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

法律效果也应当及于夫妻双方，其本质为基于

交易性质和数额对非负债方意思表示的合理推

定。[6]与此同时，由于此种债务具有用于日常家

庭生活的债务外观，债权人基于夫妻双方的婚

姻关系，可以合理期待夫妻双方对该债务共同

承担全部的责任，故“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型”的

夫妻债务被定性为夫妻连带债务具有正当性。

其次，从《民法典》第1064条第2款中的规

定来看，举债方以个人名义举债且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但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

生产经营类型的夫妻债务，其性质较前款夫妻

连带债务具有明显的区别，可被定义为狭义的

“夫妻共同债务”。从夫妻双方的视角来看，夫

妻共同债务在婚姻法领域是由夫妻法定共同财

产制而决定的一种债务形式。夫妻基于对法定

财产制的选择，进而享受相应的财产利益，同时

也需要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这包括夫妻一方

对外以个人名义举债时，如果该债务实际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则举债方配偶也

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由

于债务外观超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作出意思

表示的合同相对方也仅有夫妻一方，此时债权

人对于责任财产的预期自然不应当及于举债方

配偶的个人财产，否则将对债权人过于优待。因

此，在夫妻共同债务之中，为了平衡债权人利益

与举债方配偶利益，责任财产除了负债方的全

部财产外，举债方配偶仅以夫妻共同财产中的

潜在份额为限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强制执行时

要获得针对夫妻双方获得执行名义。[7]

就夫妻债务的清偿规则而言，对于夫妻连

带债务自然应当遵守连带债务的清偿规则，以

夫妻双方各自拥有的个人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

产作为责任财产予以清偿。而对于夫妻共同债

务的清偿顺序，学界以没有清偿顺序为通说，但

亦有学者认为首先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清

偿再考虑夫妻个人财产。[3](P78)笔者认为，夫妻共

同债务的结构组成中，最主要的还是作为合同

相对方的举债方所承担的意定之债。从外部责

任来看，债权人在与举债方进行交易时，由于举

债方仅以个人名义行为且债务外观明显超出家

庭日常生活范围，债权人对于债权的期待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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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限于一般债权，其合理信赖的责任财产也仅

为举债方的个人财产；而从内部关系来看，基于

风险控制能力的强弱、获益的高低，由举债方

承担更重的责任实际上是更为合理的。①因此

就清偿顺序而言，应当由举债方个人财产予以

清偿后，不足部分再由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清偿，

非举债方配偶所承担的责任类似于仅以夫妻共

同财产为限的补充责任。

（二）夫妻连带债务诉讼形态再论

在对夫妻债务的实体性质进行基本检视

之后，可以两种不同的责任定性以及债务清偿

方式为据，分别探讨其诉讼形态。诉讼形态是

指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一种审判样式，当事人、

诉讼请求的单复数是判定诉讼形态的基本标

准。[1](P518)我国立法上用以识别当事人复数的诉

讼形态是否为必要共同诉讼的标准乃是依据实

体法，即以诉讼标的是否共同为标准。但也有学

者主张我国仅以“诉讼标的同一”为标准区分

普通共同诉讼和必要共同诉讼过于极端，忽略

了作为中间诉讼形态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虽然有将判决合一确定的必要，但无共同诉讼

必要的。因此，应当将识别必要共同诉讼的标

准由实体法视角的“诉讼标的是否同一”转变

为诉讼法视角的“是否具有判决合一确定的必

要性”。[7]因此，探讨夫妻债务案件的共同诉讼

形态可以从上述两个标准出发。②

对于连带债务案件的诉讼形态，我国一般

将其作为必要共同诉讼处理。但从连带责任的

实体法性质出发，无论是从“诉讼标的同一”的

角度还是从“判决合一确定”的角度来看，连带

债务案件都不符合必要共同诉讼的基本逻辑。

首先，“合一确定”的概念肇端于德日大陆法系

民事诉讼理论，可以细分为“诉讼资料收集行

为的合一确定与处分行为的合一确定”，其功能

旨在避免矛盾判决。[8]基于此概念的抽象性，法

官对于某一案件是否具有“判决合一确定的必

要性”，很难在实际案件中依据客观要件予以

识别，只能立足于实体规范对具体类型的案件

进行主观价值判断。具体到连带债务案件中，连

带债务的基本特征为任何一个连带债务人都有

义务向债权人履行全部义务，且经债务人中一人

作出全部履行后，债即消灭。连带债务的本质在

于使得连带债务人之间互为担保，旨在便于债

权实现，非为行使权利设置障碍。在连带债务

案件中，债权人针对不同债务人即使获得胜败

不同或者相互矛盾的判决，依旧可以通过针对

某一债务人的胜诉判决作为执行名义进而获得

全部给付以实现权利。因此，连带债务案件实

际上并不具有判决合一确定的必要性，债权人

针对不同债务人完全可以分别实施处分行为，

法官也可以分别收集诉讼资料。其次，从实体

法视角的“诉讼标的同一”标准来看，连带债务

案件中债权人针对不同的债务人实际上享有不

同的请求权。[9]依照作为我国通说的诉讼标的

旧说，债权人针对不同的债务人提起的诉讼实

际上具有同种类但并不同一的诉讼标的，进而

构成不同的诉。因此，连带债务案件无法满足构

成必要共同诉讼的条件进而只能成立普通共同

诉讼。夫妻连带债务亦同，在普通共同诉讼的

框架内，如果债权人想要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只

能分别起诉夫妻双方获得执行名义，但在诉讼

策略上可以请求法院合并审理。

（三）夫妻共同债务诉讼形态厘清

有关夫妻共同债务案件的诉讼形态，学界

占据主流观点的应该是将其作为普通共同诉讼

予以处理，可以说支持在执行中债权人应当另

行起诉获得对举债方配偶的执行名义的学者几

乎都持该种观点。[10]因为从反面来讲，如果前诉

属于必要共同诉讼，那么一旦当事人不适格则

不能够通过另行起诉去弥补其判决瑕疵，而只

能启动再审纠错。持此观点的大多学者认为，债

权人针对举债方的给付请求权与针对非举债方

①举债方可能会在债务关系中获得大量隐形利益，如举债方因经营而产生的未来个人发展前景、能力的增长等等。

②识别必要共同诉讼的两大标准理论上一般为择一关系而非并列关系，为了避免偏离本文的主要论题，以下回避对

两大标准如何进行取舍的问题而以双重标准的视角出发予以论述，以求对夫妻债务诉讼形态择定的充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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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的给付请求权并不相同，故债权人起诉作

为合同相对方的举债方与起诉举债方配偶实则

针对不同的诉讼标的进而构成不同的诉，不满

足必要共同诉讼“诉讼标的同一”的标准。[11]除

此之外，也有少数观点基于夫妻双方对于其共

同财产的所有形式为共同共有，认为当外部债

务指向该共同财产时，夫妻双方具有共同的权

利义务关系，因此在诉讼中具有将判决合一确

定的必要性进而构成必要共同诉讼。[12]

从“判决合一确定”的标准来看，上文中少

数观点的理由难言妥当，因为理论上基于共同

财产而产生的非处分性的外部之债一般为连带

之债，债权人可以选择单个或者所有共有人承

担责任，没有判决合一确定的必要性，只能构成

普通共同诉讼。[8](P159)但基于前述对夫妻共同债

务性质的理解，夫妻共同债务并非完全依靠夫

妻共同财产来完成清偿。依前所述，夫妻共同

债务的构成中，最主要的是基于交易而产生的

合同之债，而举债方配偶所承担的责任类似但

又不完全等同于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的补充责

任，从逻辑上来讲有顺序。①因此，如果将夫妻

共同债务案件作为普通共同诉讼来处理，债权

人可以选择分别或是一同起诉夫妻双方，当出

现矛盾判决特别是债权人起诉举债方败诉，而

在另案中判决债权人对举债方配偶的给付请求

权成立就明显不合理。这是因为，此种情况与

连带债务不同，连带债务中即使出现矛盾判决，

债权人仍可凭借任一胜诉判决申请强制执行。

而夫妻共同债务中，由于债权人对直接责任人

的请求权与其对补充责任人的请求权存在实体

上的紧密牵连关系，进而具有通过判决进行合

一确定的必要性，需要做到法官对诉讼资料收

集的统一以及当事人处分行为的统一。

如果说从“是否具有判决合一确定的必要

性”标准来看还可以证成夫妻共同债务的必要

共同诉讼形态，那么从《民事诉讼法》第55条出

发识别夫妻共同债务案件的诉讼标的则可能会

遭受理论诘难。因为从前述的补充责任性质出

发，夫妻共同债务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

请求权，依照诉讼标的旧说的识别标准属于不

同的诉讼标的。对此，有两种解释方式。第一种

是仍以请求权作为识别标准，但将此类案件债

权人所依据的请求权扩张解释为基于夫妻共同

债务而向夫妻双方同时主张的给付请求权，只

是责任财产的范围以及清偿顺序上有所要求。

此种做法的依据在于，举债方配偶所承担的补

充责任中，也具有举债方的潜在份额，因此以一

体化视角将夫妻债务承担视为同一请求权也是

合理的。第二种解释方式则是以诉讼标的相对

化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在此类案件中对诉讼标

的进行扩张解释，将两种请求权整合在“案件

事实”层面来实现诉讼标的的统一。②实质上，在

确定具体案件的诉讼形态时，根据案件变化和

具体情况来作微观的灵活应对，尽量扩大诉讼

制度的纷争解决功能，这才是共同诉讼的实际

面目，像这样灵活理解共同诉讼体系也是本来

应有的姿态。[13]

在得出夫妻共同债务案件应当适用必要共

同诉讼的结论之后，在理论探讨层面自然绕不

开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区

分，两者之间区别在于，当事人是否具有共同参

与诉讼的必要。夫妻共同债务案件，实际上具

有共同参与诉讼的必要，这是出于发现案件事

实真相而决定的。在债务性质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的情况下，虽由债权人承担该笔债务实际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的证明责任，但由

于夫妻生活或经营状况的私密性，要求债权人

证明该笔债务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

营过于困难。学界在探讨此类夫妻共同债务的

诉讼认定之时，往往也强调加强法院的职权调

①与典型的补充责任如一般保证责任不同的是，举债方配偶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而非实体法上的责任限额为限承担

责任，因此完全以补充责任的视角来看夫妻共同债务案是不妥当的。

②诉讼标的相对化，是指将诉讼标的的使用方法及其在具体程序场景中的含义进行整理与辨析，并围绕相关民诉法

规范条文展开解释论作业，针对不同案件构建不同的识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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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来还原案件真相。[14]因此，在此类案件中将

夫妻双方作为共同被告，要求其共同参与诉讼

是具有必要性的，法院可以加强对夫妻双方的

职权调查以查清案涉夫妻共同债务是否成立。

综上，理论上将夫妻共同债务案件的诉讼形态

定位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是最为妥帖的选择，

可以直接适配我国现有民事诉讼体系中必要共

同诉讼的相关规则。

（四）不同诉讼形态下的程序处理方式

基于前述 对夫妻债务案件的诉 讼形态选

择，法院和当事人在不同诉讼形态框架内应当

采取不同的行为模式。

具体而言，对于夫妻连带债务案件，债权人

如果仅起诉举债方，则不存在被告不适格的问

题。法院应当保障债权人的处分权，不能依职

权强制追加举债方配偶为共同被告，但可以在

诉讼中释明债权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同时起诉

举债方配偶，经债权人同意可将两诉予以合并

审理以达到一次性纠纷解决的目的；如果债权

人坚持不予追加，应当尊重其程序选择。而对

于夫妻共同债务而言，如果债权人仅起诉举债

方，法院应当通过当事人变更程序弥补当事人

不适格的程序瑕疵，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

释的相关规定依职权追加举债方配偶为共同被

告或是由债权人申请追加，并书面通知举债方

配偶参加诉讼；如果举债方配偶不愿参加诉讼

的，可以进行缺席审理。

上述处理方式可能涉及的问题在于，如果

债权人仅起诉举债方而不主张夫妻债务，法院

对夫妻连带债务或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主张

从何得知？对于夫妻连带债务而言，尚可通过

合同中举债方配偶的签名、事后追认的相关凭

证或是债务外观予以判断进而向当事人释明，

此种情况属于法院与当事人间法律观点的不同

而并不违反辩论主义。但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而

言，在举债方以个人名义举债且明显超出日常

家庭生活范围时，债权人如果仅起诉举债方，

基于夫妻共同生活或是共同经营的私密性，仅

从当事人提供的事证资料中，法官一般难以辨

认该债务的性质是否有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可

能性。此处只能对法院的处理方式进行理想化

的讨论，如果法院在债权人或举债方所提供的

事证资料中发现债务性质可能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以下简称《证

据规定》）第53条的相关规定，将债务性质作为

焦点问题进行审理，经过当事人充分辩论予以

认定后采取进一步的程序处理。

三、夫妻债务案件执行处理的
反思与重构

讨论夫妻债务案件诉讼形态，意在理顺审

判阶段的当事人适格问题并配合法官释明权的

行使，使得债权人尽量能够在审判阶段获得对

于举债方配偶的执行名义。

然而如前所述，债权人如果不主张债务性

质属于夫妻债务且仅起诉举债方当事人，法官

对于该债务性质特别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

实则难以辨认。因此就结果而言，夫妻债务案

件执行难的问题，往往是在债务性质未定的情

况下，债权人仅获得针对举债方的执行名义并

申请强制执行，进而在执行程序中，如果举债

方个人财产无法对该债务进行清偿或是恶意向

其配偶转让财产以逃避执行，债权人能否在执

行中申请认定该债务属于夫妻债务，申请追加

举债方配偶作为被执行人或是直接执行夫妻

共同财产。因此在明晰了诉讼形态之后，夫妻

债务案件在执行阶段的处理方式也需要进行

拨乱反正。

（一）反思：现有夫妻共同财产执行方式

对于上述问题，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三种做

法：一是要求债权人另行起诉获得对举债方配

偶的执行名义；二是先追加举债方配偶为被执

行人，继而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三是不追加债务

人配偶为被执行人，直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因

此，以下分别探析三种传统路径对于夫妻债务

案件执行问题解决的适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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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另行起诉

如果仅从坚持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角度出

发，另行起诉确认对于举债方配偶的请求权无

疑是最优做法，也是实务中执行法院最为普遍

的处理方式。①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表明了相似的态度。2016年发布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

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以下简称《变

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1条就强调，执行当事

人的变更追加必须要具有法律依据，坚持执行

法定原则，而纵观整个规定却未对追加被执行

人配偶有所着墨；201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

题的通知》第2条也明确指出，未经审判程序，

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责任。此外，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通过指导案例表明了相似的

态度。②

另行起诉的方式确实能够做到全面合乎理

论的要求，特别是对于执行法定原则和审执分

离原则的坚守，体现了法院对于实体公正和程

序公正的坚持。但该方法可能存在两个缺陷。首

先是此种解决方式效率较为低下，而民事执行

以效益作为最高价值。在民事执行过程中，民

事执行主体的需要首先是以最小的执行成本实

现最大的执行收益，即耗费最少的时间、人力、

物力和财力，取得最好的执行结果。[15]因此，在

某些情况下如果强行要求债权人另行起诉获得

执行名义往往会造成程序空转，提高了债权人

实现权利的成本，与一次性纠纷解决的价值相

悖。其次，另行起诉无法与不同性质的夫妻债

务及其诉讼形态进行程序上的充分衔接。在以

普通共同诉讼为诉讼形态的夫妻连带债务案件

中，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确认对于举债方配偶

的请求权确实合乎程序规范。但在以固有必要

共同诉讼为诉讼形态的夫妻共同债务案件中，

本应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的举债方配偶未能

作为前诉当事人参加诉讼，导致前诉判决因为

当事人不适格而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且该瑕

疵无法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予以补正。

2.追加举债方配偶为被执行人

《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颁布前，实务中

通过追加举债方配偶作为被执行人进而执行夫

妻共同财产是多数法院的主流做法。[16]该规定

颁布后，亦有法院坚持认为执行阶段可以追加

配偶为被执行人。③现今理论界对此种方式持

肯定态度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且大部分都以执

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理论为据。执行力主观范围

扩张理论以执行债权实现的迅速、经济为价值

追求，强调在某些情况下突破判决效力的相对

化原则而扩张至第三人，但同时需要具有相应

的依据以满足其实体正当性与程序正当性而非

无限制扩张。就实体性依据而言，大致可以总

结为具有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依存性、实体利

益归属的一致性以及权利人对特定债务人享有

权利的高度盖然性；就程序性依据而言，需要

满足对第三人的程序保障。[17]因此，能否以执

行力主观范围扩张作为理论支撑，进而采取追

加举债方配偶的执行方式，可以从上述扩张依

据出发加以分析。

从实体性依据的角度来看，可以根据夫妻

债务的不同性质进行类型化探讨。对于“共同

意思表示型”的夫妻连带债务，可以根据举债

方配偶对债务知情、主动还款等行为，认定夫

妻达成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而对于“日常家

庭生活需要型”的夫妻连带债务，则可以根据

债务发生的外观，结合当地的一般生活经验作

①参见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02执复137号执行裁定书、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4执复

120号执行裁定书、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云06执复34号执行裁定书等。

②最高人民检察院第28批指导性案例中，黑龙江何某申请执行监督案(检例第110号)明确指出“如严格按照《民法

典》第1064条的规定认定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同时要严守法定程序，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如有证据证明可能存

在夫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经由审判程序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而非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夫妻另一

方为被执行人。”

③参见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2017)赣0423执异8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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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合理认定。[14](P79-80)因此，在夫妻连带债务的

情况下，执行机关完全可以依据形式化的标准

对夫妻连带债务作出判断，无需进行更深入的

审查就可以确认夫妻之间对于该笔债务确实具

有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依存性、实体利益归属

的一致性，且债权人对举债方配偶所享有的权

利也具有高度盖然性。①但对于夫妻共同债务

而言，无论是通过债权人在执行过程中提出事

证加以证明，还是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举债方

是否将该笔款项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

经营，都太过困难。故此种情况下在执行阶段

想要确认举债方及其配偶具有实体权利义务关

系的依存性、实体利益归属的一致性，或是债

权人对举债方配偶所享有的权利具有高度盖

然性，是难以实现的。

从程序性依据的角度来看，如果要追加举

债方配偶作为被执行人，那么就应当赋予举债

方配偶以充分的程序保障使其能够充分行使辩

论权，否则追加便不具有正当性。对被追加配

偶的程序保障设计，如果仅强调事后的救济，可

能会造成举债方配偶的财产无法追回或是债权

人与举债方恶意串通损害举债方配偶的情况，

因此关键点在于能否在事前给予被追加的举债

方配偶充分的程序保障。基于前文所述夫妻连

带债务认定的形式化，法院如果能够在执行过

程中通过构建略式权益判定程序对夫妻连带债

务予以判断，并且充分保障被追加配偶行使其

辩论权，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对债务是否属于夫

妻连带债务予以认定并对举债方配偶进行追加

就具有正当性。但在债务性质为夫妻共同债务

的情况之下，由于债权人的实体证明难度过大，

执行法官也难以依职权予以调查，仅凭借执行

阶段的略式权益判定程序不仅难以查清案涉债

务的性质，也会使得被追加配偶所享有的程序

保障“打折”，强行对债务性质作出判断可能会

使得举债方配偶的实体权利遭受侵害。总结而

言，如果案涉债务属于夫妻连带债务，则执行机

关可以在给予被追加配偶充分程序保障的情况

下对其进行认定，进而在判断具有实体性依据

的基础上对举债方配偶予以追加；如果案涉债

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因为无法满足执行力

主观范围扩张的实体性依据与程序性依据而不

能追加举债方配偶为被执行人。

然而，上述认为夫妻连带债务可以追加举

债方配偶的观点具有无法回避的缺陷，那就是

对执行法定原则以及审执分离原则的僭越。实

际上，就审执分离原则而言，虽然是执行理论

的应然要求，但在我国现有实证法语境之下，执

行机关对实质问题予以审查的情况也可以找到

相应的规范注脚。②就执行法定原则而言，最高

人民法院虽然通过司法解释对各法院提出了不

予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要求，从形式上结束了

实践中各法院的差异性做法，但即便如此，实

践中依旧存在追加举债方配偶为被执行人的做

法，法规范不予追加的科学性遭到了法实践的

挑战。[16](P39)事实上，该方案虽未被《变更、追加

当事人规定》采纳，但并不意味着其必然不具

正当性，至少对于夫妻连带债务而言，追加举

债方配偶为被执行人确实满足执行力主观范围

扩张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要求而具有正当性。

3.直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

实践中还有部分法院以追求执行效率为根

本目标，认为可以采取不追加举债方配偶为被执

行人而直接在执行过程中推定债务性质为夫妻

债务后直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③如果说追加举

债方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方式已属于对现行法律

①事实上在审判阶段，法院对于夫妻连带债务的认定也普遍趋于形式化，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8

民初20240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21)粤1702民初9022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普兰店市人民

法院(2021)辽0214民初4568号民事判决书等。

②如《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32条中所明确的被追加人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6种情形均涉及执行机关对实

体问题的判断和认定。

③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夫妻一方为债务人案件的相关法律问题解答》(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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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类推解释，那么直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

更是属于对我国对和实证法基础理论的背离。

首先，此种方式缺乏理论正当性。前述追

加举债方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执

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理论加以论证，但“不予追

加+直接执行”的方式在直接执行夫妻共同财

产前没有经过事前审查并赋予举债方配偶充分

的辩论权而仅仅强调给予举债方配偶以事后救

济的机会，导致对举债方配偶的程序保障严重

不足。在执行法院已经对相关财产完成处分的

情况下，举债方配偶只能通过漫长的事后救济

程序去挽回其财产，而且可能还会促使债权人

与举债方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举债方配偶的情况

发生。因此，此种方式会造成对举债方配偶实

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双重损害。

其次，此种方法缺乏规范依据。部分法院

采取此种方式往往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

定》（法释[20 04]15号）（以下简称《查封、扣

押、冻结规定》）第14条对共有财产予以执行的

规定。事实上，该条仅强调法院在执行过程当

中可以对于共有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的

行为而非直接处分。在执行阶段对夫妻共同财

产实施控制性的执行措施尚且与执行理论相矛

盾，而直接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变卖、拍卖等

处分方式更是属于对该条不适当的类推解释。

因此，仅仅通过解释该条无法为直接执行夫妻

共同财产提供足够的规范支撑，而其他的规范

依据更是无迹可寻。

（二）重构：依据不同债务性质与诉讼形态

的多样化路径

在对实践中的不同执行方式进行反思与剖

析之后，可以发现，如果审判阶段未能解决的当

事人适格问题被遗留到执行阶段，那么在债务

性质未定的前提下，对夫妻债务案件在执行过

程中的处理也同样应当依照夫妻债务性质的不

同予以类型化的区分并构建多样化路径。

1.夫妻连带债务：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夫妻连带债务案件在审判阶段以普通共同

诉讼为其诉讼形态，因此在仅起诉举债方并获

得执行名义的情况下不存在当事人不适格的问

题，执行名义本身不存在程序瑕疵。与此同时，

基于夫妻连带债务的认定相对形式化与类型

化，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共同意思表示或者债务

外观的相关事证，结合当地的一般生活经验作

出合理认定。因此，可以通过建立对举债方配

偶追加前的略式权益判定程序对夫妻连带债务

进行判断，如果确能成立，则可以认为其具有

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实体正当性，配合追加

后的救济程序以满足对举债方配偶的充分程序

保障。此种做法完全可以在保护举债方配偶权

利的基础之上提高执行效益，避免程序空转。

关于略式权益判定程序的形式，可以参照

我国《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28条第2款的

相关规定：“除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争议不大的案件外，执行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

审查并公开听证。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变

更、追加；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在债权

人申请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由于需

要对夫妻债务的性质进行实体判断，执行法院

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公开听证。在听证

程序当中，执行法院应当通知举债方配偶参与

听证程序以保证其辩论权，在收集当事人所提

供的事证资料并经过充分的调查与辩论之后，

便可对夫妻债务的性质予以实体判断并作出是

否追加举债方配偶的相关裁定。而就事后的救

济而言，由于《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没有将

此种情况作为被追加人直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的依据，故举债方配偶只能依照《民事诉讼法》

第234条，以该债务不属于夫妻连带债务以及法

院错误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为由提出对执行标的

的执行异议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该种方式

也得到了实践中法院的认可。①执行异议之诉一

般属于以撤销执行机关的执行行为为诉讼标的

①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疑难问题的解答》(2014)第6条规定：“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配偶认为债务不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而提出执行异议的，应按照民诉法第227条进行审查，最终通过异议之诉解决债务性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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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之诉，但被追加的配偶可以依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312条第2款的规定

同时提起确认债务性质的确认之诉，以诉的合

并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

2.夫妻共同债务：申请再审

对执行力的主观范围进行适当的扩张在理

论上可以证成，但是依旧要作出限制。基于夫妻

共同债务认定的复杂性，在执行过程追加配偶

为被执行人无疑缺乏正当性基础，而直接将债

务性质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进而直接执行夫妻

共同财产更不适当，虽然能够提高执行效率，对

于解决“执行难”问题可能有帮助，但其代价是

民事诉讼基础理论框架的排异反应。[9](P149)只有

另行通过审判程序对当事人的请求权重新予以

确认，才是在执行中处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的

应有逻辑。

如果债权人想要通过审判程序重新获得对

于举债方配偶的执行名义，直接的方法可能是

另行起诉确认其对于举债方配偶的给付请求权

进而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基于夫妻共同债务以

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为其诉讼形态，如果在审判

阶段没有确认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进而追

加举债方配偶为共同被告，则该判决存在当事

人不适格的问题。此种瑕疵无法通过另行起诉

来予以补正，债权人若想要获得对于举债方配

偶的执行名义从而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只能以

前诉判决确有错误为由申请再审，并在再审程

序中重新追加举债方配偶作为共同被告，以固

有必要共同诉讼进行审理。①如果法院经过审查

认为确实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应当撤销原判

发回重审或是经过审理之后直接改判。

四、夫妻债务案件的程序框架

在理 顺夫妻债务案件的诉 讼形态并就相

关问题在执行中的处理方式进行反思与重构之

后，可以看出夫妻债务案件的诉讼形态与执行

处理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以当事人适格作为

逻辑主线，可以串联诉讼形态与执行处理构建

一套横跨双阶段的完整程序框架。

在“共同意思表示型”以及“日常家庭生活

需要型”的夫妻连带债务案件当中，其诉讼形态

应为普通共同诉讼，债权人可以在起诉时选择

仅起诉举债方或举债方配偶，亦或是一并起诉

债务人夫妻双方以构成诉的合并。法院也可以

释明债权人变更诉讼请求，在经债权人同意之

后合并审理两诉并分别作出判决。如果债权人

坚持不起诉举债方配偶的，应当尊重当事人的

程序选择，以举债方为被告作出判决。如果在

审判阶段债权人并未获得针对举债方配偶的执

行名义，由于不存在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在执

行过程当中债权人可以申请追加该举债方配偶

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可以基于执行力主观范

围扩张理论，通过略式权益判定程序对该债务

是否属于夫妻连带债务进行判断，进而决定是

否追加举债方配偶为被执行人，并赋予被追加

的举债方配偶在事后通过“执行标的异议+执

行异议之诉”的方式寻求救济的权利。如果法

院经过略式权益判定程序认为不予追加，债权

人也可以另行起诉重新通过审判程序获得对于

举债方配偶的执行名义进而申请强制执行。

在“实际用于 夫妻 共同生活或 共同经营

型”的夫妻共同债务案件当中，应当适用固有的

必要共同诉讼作为诉讼形态。债权人在起诉时

应当将举债方配偶作为共同被告，以同时获得

对于夫妻双方的执行名义。如果债权人主张该

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未同时起诉举债方配

偶，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该举债方配偶作为共

同被告，举债方配偶不愿参加诉讼的，可以进行

缺席审理。而在债权人未主张该债务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的情况下，法院如果在审判过程中认

为该债务可能为夫妻共同债务，可以依照《证据

规定》第53条将其作为争点进行审理并由当事

①此种情况属于《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8项所规定的“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

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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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辩论，进而确认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以

及是否应当追加举债方配偶为共同被告。如果

在诉讼阶段未能对夫妻共同债务予以认定，则

进入到执行过程中时，债权人想要申请追加举

债方配偶并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基于当事人不

适格所造成的程序瑕疵，只能以原生效法律判

决错误为由申请再审以重新获得针对夫妻双方

的执行名义。

五、结  语

基于夫妻债务所产生的程序问题看似复

杂，实际上有着作为核心的逻辑主线予以串联。

只要能够从实证法出发，把握住夫妻债务的不

同性质，在理顺诉讼阶段的同时将相关理论辐

射至执行阶段，并着力将各个阶段的程序细节

予以完善，就能以多米诺骨牌的方式完成整个

体系的拨乱反正，进而总结出针对夫妻债务案

件从诉讼形态到执行实现的一套完整程序框

架。当然，夫妻债务的问题所涉领域之广，理论

难度之大，远非一篇文章所能概括。本文旨在

抛砖引玉，将夫妻债务案件的程序构造大致加

以串联，而其中无论是每一阶段的主线部分，如

夫妻债务的实体性质、诉讼形态以及执行力主

观范围的扩张，还是主线之外程序设计的分支

部分，如夫妻债务的诉讼认定、证明责任问题都

需要各领域学者进一步研究与完善使得对该问

题的理解不断升华，进而以聚沙成塔的方式完

成体系化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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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dural Framework of Marital Debt Rules: 
From litigation Form to Execution Composition

BAO Bingfeng & OUYANG Junhao
Abstract: Based on substantive law, marital deb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joint marital debt and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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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al debt. Under the double standards of “the necessity of the unity of judgment” and “the same object of 
litigation”, the litigation forms of joint and common marital debt cas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ordinary joint 
litigation and inherent necessary joint litigation respectively, cooperated with judge’s interpretation power, to 
confirm the qualified subject and empower the creditor to obtain the title of execution against both husband 
and wife. If the nature of the debt is not determined at the trial stage, while at the execution stage the creditor 
claims to determine it as a marital debt and to execute the marital common property, the court needs to deal 
with it in diversified manner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atures of the marital debt. For a joint marital debt, 
the spouse of the debtor can be added as the person to be executed based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subjective 
scope of execution, and sufficient procedural guarantee shall be given to it. For a common marital debt, for 
the parties are not qualified in the litigation stage, the creditor can only apply for retrial to regain the title of 
execution against both husband and wife. Therefore, for the case of marital debt, we can build a complete 
procedural framework and effectively connect the litigation form and execution processing.

Keywords: joint marital debt; common marital debt; litigation form; expansion of subjective scope of 
execution

of false litigation is to restore the judicial power and complete the litigation structure of “confrontational 
adjudication”. The prosecutorial power of false litigation has both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attribut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and legitimate to divide false litigation into three types, i.e., the false litigation 
dominated by public interests, the false litigation dominated by private interests, and the false litig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policy evasion, and apply differentiated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modes. For the false 
litigation dominated by public interests,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strengthen judicial activism and focus on 
in-process supervision, and the court has the obligation to inform the procuratorate to appear in court; for 
the false litigation dominated by private interests,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strictly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passivity and modesty and mainly supervise afterwards; for the false litig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policy 
evasion,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refrain from imprudent intervention.

Keywords: false litigation;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civil procuratorial work; public interest; policy 
e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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